
东德难民和 20 世纪 50 年代东德政治现状研究

———基于布迪厄身体政治学中的象征性权力

王嘉丰

(上海大学,上海
  

200444)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东西德发展差距增大,造就了 20 世纪 50 年代严重的东德难民外逃现象。 这一现象引发了东

德政府的担忧。 “人”是国际关系领域极易被忽略的因素,但在这场危机中,难民这一特殊人群成为了导火索。 借助布迪厄关于

身体政治的理论来解读难民背后所蕴藏的巨大的象征性权力,将东德难民的“逃离”与统一社会党减弱的权力结合在一起分析,
证明象征性权力虽体现出的是一种无意识的力量,但这种力量若控制不好,影响巨大,不仅对东德的政局造成动荡,甚至影响到

冷战时期美苏的竞争。 象征性权力是维护一个国家、民族稳定的重要因素,不容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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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World
 

War
 

II 
 

the
 

increased
 

development
 

gap
 

between
 

East
 

and
 

West
 

Germany
 

resulted
 

in
 

a
 

serious
 

exodus
 

of
 

ref-
ugees

 

from
 

East
 

Germany
 

in
 

the
 

1950s.
 

This
 

phenomenon
 

aroused
 

the
 

concern
 

of
 

the
 

East
 

German
 

Government.
 

Individual 
 

is
 

an
 

easily
 

overlooked
 

factor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ut
 

in
 

this
 

crisis 
 

the
 

particular
 

group
 

of
 

refugees
 

has
 

become
 

the
 

trigger.
 

With
 

the
 

help
 

of
 

Bourdieu s
 

theory
 

of
 

body
 

politics
 

to
 

interpret
 

the
 

enormous
 

symbolic
 

power
 

behind
 

the
 

refuge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light 
 

of
 

the
 

refugees
 

from
 

East
 

Germany
 

together
 

with
 

the
 

weakened
 

power
 

of
 

the
 

Socialist
 

Unity
 

Party
 

and
 

proves
 

that
 

although
 

symbolic
 

power
 

embodies
 

an
 

unconscious
 

power 
 

it
 

will
 

have
 

a
 

great
 

influence
 

if
 

it
 

is
 

not
 

properly
 

controlled 
 

which
 

will
 

not
 

only
 

cause
 

political
 

turmoil
 

in
 

East
 

Germany 
 

but
 

also
 

affect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SA
 

and
 

the
 

Soviet
 

Union
 

during
 

the
 

Cold
 

War
 

period.
 

Symbolic
 

power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a
 

country
 

or
 

nation 
 

and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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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被美、苏、英和法分区占

领。 由于共同敌人的消失,美苏很快因为意识形态、
经济利益等原因分歧增大,最终使得德国统一的可能

性破灭。 1948 年 6 月,原属于西方三国的占领区逐渐

合并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这

一行动在当时遭到苏联的强烈反对。 但随着与西方

国家谈判的失败,苏联也宣布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独

立。 从那以后,德国保持了 40 多年的分裂状态。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东德学习了苏联的政治制

度、经济制度,快速治愈了战争创伤。 但是由于苏联

战后一直对东德进行经济资源掠夺,如对于东德工厂

的强制性拆迁和稀缺资源单向出口,1952 年开展了过

于激进 的 社 会 主 义 改 革, 使 得 其 反 而 陷 入 灾 难

之中[1]125。
在政治、经济压力之下,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开

始,东德就出现了大量难民外逃。 这种情况在 50 年代

中后期甚至 60 年代初期变得越来越严重。 东德居民

对于政府的失望甚至导致出现专门的德语词汇“ Re-

—930—

2024 年 1 月下半月刊(总第 203 期) 政治

DOI:10.16721/j.cnki.cn61-1487/c.2024.02.021



publikflucht”(fleeing
 

the
 

public),来代指东德人民对于

政府失望想要“叛逃”的态度。 在那段时期,东德难民

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对于当时的乌布利希①政府及其

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科里·罗斯(Corey
 

Ross)
看来,东德难民的逃离不仅改变了自身,也影响了东

德政府和当时的冷战格局[2] 。
本文通过运用布迪厄生成性结构主义来分析当

时东德政治状况,并且通过象征性权力②赋予了身体

及其实践行为以独特的地位,将东德难民的“逃离”与

统一社会党减弱的权力结合在一起。 这一权力变化

不仅影响了国内政治情况,也导致了国际政治的动荡。
一、布迪厄理论中的“身体”及对东德难民

的全新解读
在笛卡尔提出心物二元论后,身体就一直处于一

个尴尬的位置。 心灵和精神总是比身体更为重要。
在中世纪时,教士提倡人们禁欲,洗清身体的罪恶。
而到了工业、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理性才是人们最

为珍视的,因为只有它能带领人们领悟科学的真谛。
与中世纪排斥贬低身体相比,到了现代社会,身体索

性不存在了,变得无足轻重。 在漫长的岁月里,身体

一直被人低估、被人排斥甚至被“不存在”。 在人们的

惯性思维中,身体只是灵魂和大脑的附庸。
但是随着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兴起,叔本华和尼采的

思想被重新解读,发起了一场“身体”革命。 身体成为了

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命题[3] 。 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

蒂等“存在主义”学者主张用现象学的方法认识世界,认
识自我,降低了心灵的功能,提高了身体的地位[3] 。

布迪厄③深受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同时也吸收

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成果。 在他的理论

中,身体不只是精神或灵魂的附属物,恰恰相反,“肉

体是比灵魂更神奇的概念。” [4]125 对于布迪厄而言,身

体成为了我们理解世界、建构和解构世界的关键性钥

匙,作为权力斗争的外在现象,从身体中我们就可以

窥见权力结构。 身体,“行动着的身体”,可以是整个

社会、整个历史的载体[4]43。 而身体的实践感或者说

世界的准身体化意图就是惯习,是一种对社会世界的

信念关系。 “社会世界将其实践活动的紧迫性通过实

践感强加于我们,从而对不得不做、不得不说的事物

进行控制。 在惯习当中,社会世界呈现了完整的身

体。” [4]43 正是依赖于惯习,象征性权力得以在身体之

中体现。
惯习及其代表的象征性权力是一种极为“神奇的

魔法”,它不是有意识遵从,而是一种潜意识、无意识

服从。 对于国家而言,这一魔法具有极强的稳定作

用,这种“非意识控制之下的运筹,超越于意识控制外

对实践产生作用的原则”对于布迪厄而言才是支持场

域(官僚制国家)运作的主要力量[5] 。
这就是布迪厄极为新颖思考方式,他跳出了社会

科学长期分裂的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构建了一门关

于象征权力的政治经济学。 通过将过于僵硬的强调

结构的社会物理主义和单纯强调主观认知的社会现

象学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生成结构主义”,从
而将社会结构和内在的心智结构联系在一起。 这一

双向的纽带赋予身体惯习以极大意义,它既是世界的

身体体现也是控制身体的象征性权力。 布迪厄的理

论和方法是对于“世界如何形成”(world-making)的一

种全新的解读,在其概念和认知的基础上,再来审视

战后东德难民的流动,就可以跳出原有的、对于难民

认知的框架,得出全新的理解。
二、象征性权力的作用和 20 世纪 50 年代

东德政策的失败
东德社会结构的变化是在克林姆林宫批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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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1893 年—1973):男,东德政治家,国务活动家,1949 年 10 月 7 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

立。 1950 年 7 月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三届一中全会上,乌布利希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他担任这一职务直到 1953 年,此后改

为第一书记。 东德实际的当政者。
象征性权力(symbolic

 

power):权力的象征关系,倾向于再生产并强化建构社会空间之结构的那些权力关系。 象征性权力

是一种神圣化或启示的权力,是一种神圣化的或已经存在知识物的权力。 象征性权力就是在一个社会行动者合谋的基础上施加

在他们身上的权力,它强加并灌输各种分类系统,使人把支配结构看作自然而然的,从而接受它们。
布迪厄:通常译为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 年—2002):男,当代法国最具国际性影响的思想大师之一,任巴

黎高等研究学校教授,法兰西学院院士。 早在 1972 年布尔迪厄就已出版了经典的社会学著作《实践理论概要》,1975 年布尔迪厄

创办了《社会科学的研究行为》杂志,1980 年布尔迪厄出版了另一部重要著作《实践的逻辑》,这部著作的英译本出版于 1990 年,
布尔迪厄 80 年代末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讲座内容《反观社会学的邀请》则发表于 1992 年。 布尔迪厄的国际性学术影响是从 80
年代后期开始急速上升的,进入 90 年代后非但势头未减,而且后劲十足。



统一党的战后经济计划开始的。 战后,重建人们的生

活是东德政府一大要事。 从 1952 年起,乌布利希就开

始了其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计划、私有财产

公有化以及在乡村进行集体化运动。 但是很快困扰

着苏联的结构性经济问题也出现在了东德。 东德政

府学习了苏联的计划指导经济,政府的计划范围超过

8
 

000 多个工业、农业和服务型企业,最终造成了出台

经济计划的不准确性;同时,由于民主德国的国内物

价不是市场作用的结果,最终导致了商品的短缺以及

生产成本的无法确定等一些列后果。 大量原材料和

人员的浪费、资本生产率低等因素都阻碍着东德经济

的复苏,推行了新经济计划后的东德爆发了严重的粮

食危机以及通货膨胀问题。
与此同时,苏联也并没有减轻东德的赔款压力,

截至 1953 年,东德已经支付苏联超过 40 亿美元,但仍

然亏欠苏联以及波兰 27 亿美元。 东德每年还需支付

苏联约 2. 29 亿美元的占领费用[1]86。 战争的赔款对

于东德人们而言更是雪上加霜。
相反,同样遭遇战火的西德却出现了经济奇迹。 联

邦德国人生活水平迅速上升,加上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援

助,1950 年联邦德国的人均 GDP 水平为 494 美元。 到

1960 年,已经上升到 1
 

309 美元。 1952—1958 年是西德

经济发展相对平稳的时期,年均增长率为 7. 6%,远高于

美国(2. 2%)、英国(3. 2%)和法国(4%) [6] 。
两相对比,东德政府失败的经济政策动摇了统一

社会党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以及执政的合法性,而这

种合法性的缺失在民众无意识的身体中展现无遗。
身体会自然而然映照出这一社会结构的转变。 东德

难民的“逃离”活动就是最好的显示。 “逃离”这一行

为本质上就意味着一种变化。 变化永远是“惯习”的

敌人,而“惯习”对于政府合法性而言意义非凡。
“故土难离”是一个社会最为基础的“惯习”。 故

土是一个具有特定边界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长期

生活、居住的人民都会逐渐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而内

化外在结构,形成一些无意识的社会实践行为。 以国

家为例,长期生活在特定国家区域内的居民会熟悉国

家内部的法律以及一些潜规则,会了解国家的语言、
物价、场所分布以及各种机构的运行模式。 虽然并没

有刻意去思考,他们就可以在这个国家里如鱼得水地

活着,遇到什么困难需要找什么机构,什么事情可以

做什么事情不可以,这些都是“惯习”实现的。

法律由于人们遵守才存在,机构由于人们求助方

成立,惯习的存在可以维护权威的稳定,使得国家机

器可以低成本、高效率的运作。 “无意识”意味着避免

了“反抗”以及“削弱”。 这种机构—身体的互动模式

才是国家最健康的状态。 在布迪厄的理论中,惯习是

场域既得利益者极为需求的“神奇魔力” [5] ,其损失会

对社会结构构成巨大颠覆。
据统计,从 1951—1953 年,有将近 50 万的居民从

东德逃亡西德。 到 1961 年,有超过 260 万的东德难民

进入了西德,当中超过一半的是 25 岁以下的年轻人,
并且还有一半是 25—45 年的中年人。 他们有专业工

人、农民、义务兵,甚至还有许多社会团结党和青年联

盟的成员[1]85。 一个更为细致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档案

显示,从 1954—1960 年的难民中包括 4
 

334 名医生、
15

 

536 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738 名教授、15
 

885 名其

他级别的教师和 11
 

700 名大学毕业生[7] 。 他们都是

东德国家建设的中流砥柱,他们的离去不仅阻碍了统

一社会党七年计划的完成,也是对“信任政府”这一传

统惯例的反叛,是象征性权力的流失。 对于任何场域

的游戏规则制定者而言,参与者跳出“惯习”就意味着

“察觉”。 察觉到结构的不合理,察觉到利益的矛盾。
这些本来深埋于民众心中的“服从” 减弱后,会出现

“质疑”和可能出现的与既得利益者的讨价还价。 这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这个超然机构得以生产某

些具有合法性头衔和制度的权力,损失这些权力对于

国家管理而言是灾难性的[4]144-145。 为了应对这一灾

难性局面,东德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紧急决策。
东德政府为了解决难民问题所做的第一件事就

是对于“停留” “信任”的培养。 合法性既然本质上是

一种“信仰”,是一种观念性的存在,因此最终解决之

道需要扎根于新的信念培养以及心智结构,这显然是

政府也难以快速做到的。 但布迪厄的理论显然提供

了另一种解释,既然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在身体上有

交叉,培养身体惯例成为了影响心智结构的可行方

法。 通过一些约束性政策使得居民形成特定的习惯,
最终便能无意识内化成为合法化的信念。 很多时候

我们说留得住人留不住心,但是布迪厄的理论使得先

留人再留心有了可能。
1952 年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东德政府

开始着手解决东德难民的“逃离问题”,一个新的委员

会被建立。 该委员会制定了解决难民问题的三条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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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准则,一直适用到 1961 柏林墙建立之前。 其中一条

是为西德返回东德的公民提供合适的工作和住房,尤
其是对于那些专家学者、有技能的工人。 通过吸引高

技术人才返回居住,东德政府希望通过他们“返回”的

行动重新确立政府合法性。 除此之外,东德政府在

1957 年发现,大量东德难民是通过合法访问西德的时

候逃离的,统一社会党停止了签证的自由发放,同时

在 50 年代末制定了针对难民的、更为严格的政策,包
括阻断难民家属教育和求职的机会、斯塔西机构(东

德国家安全部)对于可能的逃离者进行监督控制,并
且在地方设置更多委员会遏制难民逃离现象[2] 。 在

1957 年 11 月甚至制定法律剥夺非法移民在东德的财

产。 这些意在阻止外逃的政策就是希望通过减少“逃

离”行为来确保更多东德居民一起维护固有的惯例,
留在东德,支持新的东德政权。

构建身体“惯例”是维持结构稳定的一种方法,但
是想要真正达到内化的效果,心智结构还是需要社会

结构作为基础。 不符合社会结构的惯例、信念无法内

化为一种无意识的服从。 东德政府虽然采取了以上

一系列的行动,最终结果却是“1959 年的问题与 1955
年的问题差不多” [2] 。

东德政府的问题在于乌布利希政府片面地将东

德难民逃离的原因归结为 “ Abwerbung” ( wooing - a-
way),就是资本主义商人或者西德相关部门有组织的

策反活动。 1953 年后这一单词就被广泛用于东德社

会,不管是报纸还是内部报道,都会提到 Abwerbung,
并且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经常是通过信件或者飞行

器诱发的,有时候是由于与西方机构的沟通和交流,
当然更广泛的原因是因为西德的媒体。 Abwerbung 到

1953 年底已经被归纳为官方话语,不仅在官方宣传中

出现,在内部文件也是如此提及[2] 。
在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对抗很容易被归纳为根本

原因,但事实上通过对于“个人”层面进行分析,我们

会发现意识形态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 在 1966 年的

调查中发现,大部分 1961 年前迁移的东德人是为了获

得更好的生活条件。 1979 年,即使是联邦政府全德事

务部的结论都是“离开的人相对较少因为‘尖锐的政

治危险’,反而被更高的生活水准所吸引。”对于大多

数普通的东德居民而言,生存才是最要紧的事情,他
们并不关心政治制度的改变,而是更多地关心经济状

况如何。
东德政府则将这一切归为意识形态因素,随之辅

以了大规模的思想斗争。 显然,单纯地通过控制身

体、改变思维是无法使“惯例“化作潜意识的,象征性

权力也就无法发挥出其超越于意识控制外的强大力

量。 以高层与基层官员之间的政治观点冲突为例。
官僚体系内部成员作为政策的第一批接收人,理应是

首先形成身体惯习的那一批人。 但实际上在东德基

层官员的阳奉阴违则屡见不鲜。 基层官员往往更同

情渴望逃离的东德人,为其离开而举行欢送会,并且

认为对此一味地国家干预以及进行意识形态活动只

会激化难民问题[2] 。 但在高层看来,难民问题不时出

现是因为基层官员没采取足够强硬的措施,责怪他们

是一群政治上的“瞎子”(politically
 

blind)。
象征性权对于合法性而言十分重要,东德政府的

一系列措施对于国家稳定而言并无错处,只是忽视了

与其对应的社会结构的要求,导致象征性权力无法起

到应有的作用,反而使东德居民更加明显地感受到加

到身上的政治压力。

三、结束语
由于理性主义的影响,对于政治学的讨论一般都

会集中在有意识的政治活动之上,如竞选、协商、投票

等。 但实际上,人作为社会结构中的一环,其任何活

动都带有一定权力的影子。
就像本文对于东德难民的分析。 该群体本身并

没有在国内政治或者国际政治研究中受到足够的关

注。 一方面因为其出现时间的有限,另一方面也很难

以其作为主体进行政治分析。 东德难民的逃离活动

与席卷全球的“ Me
 

too” 运动①以及当前正在发生的

WGA(美国编剧工会) 游行显然并不属于一个性质。
那些游行的团体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行动来向政府施

加压力以及影响力,以期获得让他们满意的结果或者

利益补偿。 但那些逃离东柏林的人群显然并不是将

“逃离”当作了“手段”,意图改变政府行为以期获得更

多的利益。 “主观意愿”的有无是两者(下转第 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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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Me
 

too(我也是)运动:是女星艾丽莎·米兰诺( Alyssa
 

Milano)等人 2017 年 10 月针对美国金牌制作人哈维·韦恩斯坦

(Harvey
 

Weinstein)性侵多名女星丑闻发起的运动,呼吁所有曾遭受性侵犯女性挺身而出说出惨痛经历,并在社交媒体贴文附上

标签,借此唤起社会关注。



运用英语中的派生词,尽可能统一汉语词缀的翻译。
四、结束语
机器翻译和译后编辑时需要对重复词汇进行处

理。 本文以英汉词汇对比为理论指导,分析四个常见

机翻系统处理重复词汇时的方法、效果和问题,并提

出相应的译后编辑策略。 通过对案例的分析讨论,本
文发现机器翻译系统在处理重叠、反复现象方面取得

了进步,但在处理对偶和排比现象时仍存在局限性。
通过依据词汇的具体语境转变去重复方式、融合或省

略对偶排比句中的重复语义、处理汉语词缀的重复时

发挥英语的派生优势,译后编辑可以有效提升译文的

质量和可读性。 在处理重复词汇时,机器翻译系统和

译后编辑人员需要相互配合,结合语言特点和文化差

异,以提供准确、流畅和可读的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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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难道没有带来权力上的更迭吗? 那也并不是的。
象征性权力更多的体现是这样一种无意识的力

量。 通过对其研究,我们可以大到对国家的仪式、法
规和各种政策有一种全新的理解,也可以小到对于我

们平时一些无意识的习惯有新的认识。 很多时候这

些看似琐碎的行为也是我们对国家的高度认同。 在

如今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象征性权力是维护一个国

家、民族稳定必须的因素,不容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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